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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日本文化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室副研究员   张建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日益兴盛。汗牛充栋的研究论著中，既有

宏观层次上的通论佳作，亦不乏微观层次上的分门别类精雕细刻的美文。后学如我者，深知

仅用数千言来述评建国60年来的日本文化研究，无异于痴人说梦，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

鉴于无论是在专门的书评中，还是在各类学刊的年终研究动态总结里，抑或在各类会议的综

述中，对诸多日本文化先行研究论著的溢美之辞早已俯首皆是，无需在此再挖空心思堆砌词

藻来锦上添花，所以，笔者斗胆仅对诸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愿明言的日本文化研究的缺憾之

处，略陈己见。 

 

一、冷冷清清的基础学术研究 

 

对基本史料文献的整理研究，可谓是基础学术研究之基础。在日本，中国的经史子集文

献原文自不必提，质量高的日文译介之作亦不少见，更不乏儒道释的权威专家学者；而对于

相对中国的经史子集文献而言数量有限的日本文化史料文献，除了对日本文学作品的中文翻

译相对数量较多而外，对于研究日本文化极为重要的公家日记、寺社保存下来的古文书等史

料却没有中文译介，更谈不上专深的研究了。因此，在我国学界的基础学术研究成果中，真

正能够自如地驱使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得来的成果并不是很多，真正在从事基础学术研究的

人员也不是很多。 

基础学术研究之所以会如此冷冷清清，其原因，概言之，主要有两点： 

首先，欲做好基础学术研究，是需要有点儿扎实的学识的。虽不必非得学贯古今中西，

但作为一名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国学者，除了需要能驱使很强的古典、现代日语理解能力，较

准确地把握与日本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料外，还需对中国的经史子集有所理解。日本文化的精

华多源于中国，作为研究日本文化的中国学者，若缺乏对母国文化的理解，有时难免会出现

很多尴尬的事情。 

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很多中国的茶业人士及研究人员，出于民族虚荣心，为了

显示中国茶文化有别于日本茶道，新造“茶艺”一词指称中国茶文化，这就是一个好例证。

“茶艺”一词刚一诞生，从港台开始，大大小小的“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开遍了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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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北。茶叶店里的茶叶罐上，也印上“茶艺”二字。但是，随着对茶文化研究的深入，学

者们才发现“茶道”一词并非日本独家所创，日本也是在18世纪初才开始使用“茶道”一

词的，而且至今日本茶人们更为习惯使用的不是“茶道”，而是“侘茶”这一称谓，倒是中

国早在唐代时就已经开始使用“茶道”一词了。于是，茶叶店主们又赶忙把包装盒上的“茶

艺”再印制成“茶道”，学者们著书撰文时也不用再扭捏作态，而是开始理直气壮地使用“茶

道”来指称中国茶文化了。 

另外，这里提到的“侘”字，也是透析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侘”，汉语发音为

chà，日语发音为wabi，但其在汉语和日语中的内涵是不同的。初见于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

原作品《九章》的“侘”字，大多都是与“傺”一起合用且沿用至今，主要用于表达政治上

的不得志以及人生际遇上的失意、愁苦、哀怨之情，它表达的只是一种消极的感情状态而已。 

汉语的“侘”被挪用到日语之初，基本上仍保持了原意。但是，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

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汉语的“侘”被挪用到日语中后，在“和化”的过程中，逐渐地比

汉语原意的“侘”具有了更为宽泛的内涵。到了日本室町时代，日语里的“侘”，已经不是

一个单纯表达政治上不得志以及人生际遇上的失意、愁苦、哀怨之情的消极词语，而是在原

意的基础上被和化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理念，该理念内涵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痛苦、

悲哀、悲惨、伤感、寂寞、短暂、清淡、空寂等诸多的情绪，它传递给人的已经不全是一味

自艾自怜的消极情绪，有时还被赋予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而且，自室町时代起，如“侘

茶”一词所示，抹茶文化成了“侘”这种理念的独一无二的载体，而“侘”亦成了抹茶文化

理念的代名词。 

我国学界都将“侘”视为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并无一例外地将其翻译成“空寂”来

著书立说，这种挂一漏万的取意做法，可能与有些学者根本连“侘”的汉语原意为何都不知

道也有关吧。 

其次，欲潜心于无名亦难获利的基础学术研究，还需要有点儿追求“孔颜乐处”的精神。

尤其在作为学术学科总带头人的大学校长、院士等都被暴出抄袭行为、在学术道德不断遭到

拷问的今天，放眼学界，能做到寡欲勤奋，甘于清贫，像昔日孔子那样“饭疏食，饮水，曲

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食无

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

贫”（《论语�卫灵公》），或者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者，又能有几人呢？特别是在面对现实生活困境时，恐怕表现如阿Q者有之，但愿

意践行孔颜乐处者就寥寥无几了。 



 

 3 

今年八旬的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家叶渭渠先生，退休后依然求学不言倦，求知不言老，依

靠淡泊与宁静，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文化通史》、《日本小说史》、《日本文学思潮

史》，已经于2009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部凝聚着叶先生毕生心血的巨著，不

仅弥补了许多基础学术研究的不足，甚至还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叶渭渠先生，堪称是我们

这些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晚辈们的楷模。 

 

二、风风火火的应用对策研究 

 

与冷冷清清的基础学术研究相对比，应用对策研究却显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这种研

究状况的出现，大概与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就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功能有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文化研究的社会政治功能愈来愈得到强化。如20世纪60年代，

在中国研究界开展的关于日本明治维新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以及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都

很热的日本近代化研究，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应用对策研究方面，学者们投入的精力不可谓不大，但收效又如何呢？笔者孤陋寡闻，

不敢妄评先行研究从日本文化中获得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从近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乃

至中日关系的现状来看，所谓的应用对策研究的成果，的确很难说是真正地发挥了建言献策

应有的作用。 

其实，如果基础学术研究做扎实了，研究日本文化还是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经

验的。比如，对日本人“罪己”意识的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就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 

在日本，当一个政治家或企业主在自己的职位上，出现了工作失误，或者对某些问题负

有重要连带责任，或者因某种原因引发了影响自己继续工作下去的社会舆论，因而失去了上

司或纳税人的信任时，无论是出于良心发现还是迫于某种压力，一般都会马上主动选择辞去

自己所承担的职务，这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 

在日本，引咎辞职不是一项正式的制度，亦不是一种处分措施，更多地是一种以引咎罪

己者的道德意识为基础的道义表示，并且早已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无形的制度，深入人心。

另外，引咎辞职也不意味着官员的仕途就此到头，往往是今天辞了职，过段时间没准儿又会

有更大的舞台供其去施展才华。 

这种例子有很多，曾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就是一个好例子。2004年 5月 7日，时任

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因有３年零１个月没有按时缴纳国民养老金的问题，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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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咎辞职以示罪己，但三年之后他却一跃登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在日本，很多人之所以能

够没有更多心理障碍地退位让贤，与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罪己”意识的存在、以及这种

意识为失意者所创造的东山再起的宽松环境，应当是不无关系的。 

其实，“罪己”意识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的。“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春秋左传》庄公十一年）粗览历代王朝史籍，首先就会发现关于帝王罪

己或大臣辞官蛰居罪己的记述比较多。特别是在天灾人祸出现时，帝王罪己的记录会更多一

些。当帝王不罪己时，大臣们往往会上奏章请帝王罪己，帝王一般都会听从，当然也有不听

的时候，有的大臣就是因强要帝王罪己而送了卿卿性命。 

更有趣的是，如《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中所述：“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

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

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

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

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就连帝

王不好好学习时，也会被迫类似于现代人写检查反省一样写罪己文。 

中日两国关于“罪己”的文献记录和内容都是很丰富的，“罪己”也并非仅仅表现为一

种“引咎辞职”的行为，“罪己”意识和行为也不仅限于帝王将相，还普遍存在于普通百姓

中。在一定意义上，“罪己”意识和行为，还可以说是一种很普遍的克己泄怨的方式。 

“怨”，就如同喜怒哀乐一样，亦是人之常情。怨恨情感的形成，既可能是源于人际关

系的不畅，又可能是因于社会制度导致的个人人生命运多舛，也可能出于自然环境的逼迫。

人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均衡体。作为生物体

的个体，每个人都力求在其控制下的器官组织维持有利的生理稳定，也力求在其精神及与他

者的关系中维持平衡。当一个人受挫后，惟有将怨恨宣泄出去，方能求得心理的平衡。否则，

怨恨积久难平，其破坏力小可摧毁个体生命之身心，大则可颠覆既有的社会结构，导致各种

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各类秩序的重构。因此，无分古今东西，如何消解怨恨，可以说一

直是个人、社会有意或无意在思考和践行的问题。“谁把握了一个人的爱的秩序，谁就理解

了这个人”（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下，第740页）。笔者认为，谁把握了一个人的怨恨的

形成、宣泄方式等，谁也同样可以理解这个人了。 

受挫失意者对受挫的归因，将会直接影响怨恨所指向的对象及怨恨宣泄的方式。当其把

挫折归于外因时，他人及物便成了怨恨所指向的对象，在宣泄怨恨的方式中，对他人及物的

攻击性会更强烈一些，极端者往往会不择手段置对方于死地；当其把挫折归于内因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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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心便成为怨恨所指向的对象，在宣泄怨恨的方式中，对自家身心的苛责也会更强烈一些。

“罪己”意识和行为，可以说正是失意者向内归因、宣泄怨恨方式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一种

相对较为积极的泄怨方式。 

温故探新，对中日“罪己”意识和行为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期待其在政治文化建设方

面的社会功能，对于我们更深切地理解日本人的情感模式，把握其行为方式，也是不无意义

的。 

 

三、人云亦云的日本国民性研究 

 

我们研究日本文化最大的目的之一，说白了，就是要搞清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儿。因此，

在我国日本学界，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一个大家格外关注的研究课题。 

迄今为止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根据相关研究论著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

于描述分析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一类是探讨所谓的日本国民性“为什么是这样”

的研究。 

关于前者，先行研究大多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来凸现日本人的国民性。诸如“耻

感文化论”、“集团主义”、“娇宠理论”、“间人理论”等等，都是这种比较研究所获得的重要

成果。但是，当把日本放到对其文化影响深远的东亚来考察时就会发现，所谓的日本文化特

殊性，在东亚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而便会令人油然而生出一种“泯然众人矣”的感

觉。“耻感文化论”等，与其说是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莫如说是整个东亚文化的独特之处

更为恰当。由此，就会愈发给人一种日本人一笔难画、且多少笔都难画得逼真的感觉。 

关于后者，大多数的先行研究都非常重视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

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 

建国以来，我国学者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在关注和从事着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但遗憾的是，

在大多数研究论著中，主要内容都还只是对欧美学者或日本学者观点的附和而已，少有颇具

独创性的研究。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我们作为日本人最近的邻人，却对其国民性格感到难以

捉摸，反倒似乎不如欧美人对日本人看得那么透彻，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方

法欠佳所致。以本尼迪克特等人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采纳文化模式论和心理学手法关于日

本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曾经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对于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而凸现的所谓

的日本文化特性，最终让我们这些最近的邻人看日本时，还是难免有些雾里看花般的遗憾。

因此，欲真切地认识日本人，今后还有待进一步摸索改善我们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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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多年来潜心于方法论研究的尚会鹏先生，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先

生的“心理——社会平衡理论”（Psycho-social Homeostasis，PSH）的完善而创立的“缘

人”“伦人”理论，为我们认识日本国民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尚会鹏先生对许

烺光“心理——社会平衡理论”的译介、完善和应用示范，使我们对日本国民性可以不用再

人云亦云。 

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尽情列举更多先哲时贤的大作。总之，笔者衷心地希望，先哲时贤

们通过潜心研究得出的科研成果，能够像清凉剂那样抚平学子们被这炎炎夏日的风火撩动起

的浮躁之心，激励大家能够更加潜心专注于基础学术研究，早日为学界奉上扎实且有洞见的

应用研究成果，认认真真地画出日本人的真面目，使我们能够知己知彼，增进互信；相互包

容，化解怨隙；相互感动，共创未来！ 

 

注：本文刊发于光明日报社《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21日第13版 


